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总第 ２３３ 期
􀪉􀪉􀪉􀪉􀪉􀪉􀪉􀪉􀪉􀪉􀪉􀪉􀪉􀪉􀪉􀪉􀪉􀪉􀪉􀪉􀪉􀪉􀪉􀪉􀪉􀪉􀪉􀪉􀪉􀪉􀪉􀪉􀪉􀪉􀪉􀪉􀪉􀪉􀪉􀪉

ＤＯＩ:１０.１９３６１ / ｊ.ｅｒ.２０２２.０１.０９

“女大三”可以“抱金砖”吗?
———基于 ＡＩＰＷ 模型的反事实检验

雷　 欣　 白雨东　 李博峰∗

　 　 摘要: 本文通过检验不同婚姻年龄匹配模式对夫妻个体收入的影响ꎬ以期回

答“女大三ꎬ抱金砖”的传统观念在当前中国是否成立ꎮ 基于 ＣＧＳＳ 微观数据ꎬ采用

ＡＩＰＷ 模型识别了“女大 １－２ 岁”“女大 ３－５ 岁”和“女大 ５ 岁以上”婚姻年龄匹配

模式对“６０ 后”“７０ 后”和“８０ 后”三个群体的男性和女性收入的异质影响效应ꎮ
结果显示ꎬ“姐弟恋”婚姻对男性收入存在显著的“抱金砖”效应ꎬ但对女性收入具

有显著的“惩罚”效应ꎮ 上述效应在“８０ 后”年轻人群体中尤为明显ꎬ随样本个体年

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弱ꎻ而且ꎬ妻子年龄比丈夫越大的婚配模式对男性带来的“抱金

砖”效应以及对女性带来的“收入惩罚”效应越明显ꎮ 本文从工作时间、健康、幸福

感和社交应酬四个维度ꎬ考察了“姐弟恋”婚姻产生收入影响效应的内在机制ꎮ 本

文认为ꎬ社会应认可“女大男小”的婚姻模式ꎬ并帮助此类婚姻中负担较重的女性平衡

家庭和工作的矛盾ꎬ由此提升女性的收入水平ꎬ增进“姐弟恋”家庭的幸福与和谐ꎮ
关键词: 婚姻年龄匹配ꎻ姐弟恋ꎻ女大男小婚姻ꎻＡＩＰＷ 模型ꎻ收入水平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６３.４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在中国传统婚恋观下ꎬ年轻人会根据自己的年龄确定配偶年龄的范围ꎬ男性通常更愿意

选择年龄低于自己的女性作为配偶ꎮ 近年来ꎬ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ꎬ年轻人的婚恋观也

逐渐发生了变化ꎬ近年来“女大男小”的“姐弟恋”婚配模式有所增加ꎬ那么ꎬ是什么原因造成

了现阶段“姐弟恋”婚配比例的提高? 已有研究从生理寿命、心理情感、女性独立和婚姻挤压

等多个角度做出了解释(姜全保等ꎬ２０１０)ꎬ但主要侧重于从人口学或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解

读ꎬ来自于经济学的分析却并不多见ꎮ 众所周知ꎬ中国民间长期流传着“女大三ꎬ抱金砖”的
说法ꎬ虽然所谓的“抱金砖”效应并未得到有力的证据支持ꎬ但由此观念催生的“姐弟恋”婚
姻组合却并不少见ꎮ 收入是婚姻生活的物质基础ꎬ在婚姻匹配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Ｃａｎｃｉ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ｅｄꎬ１９９５)ꎮ 近年来“姐弟恋”婚姻占比的提升是不是“抱金砖”效应发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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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结果? 这一效应通过何种机制得以产生? 上述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检验和解答ꎮ
一直以来ꎬ婚姻匹配都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ꎮ 其中ꎬ经济学尤为关注婚姻

匹配的因素或过程ꎮ 许多经验研究从教育、收入、职业和阶层等多角度研究了个体在婚姻匹

配中的选择动机和模式(Ｃｈｏｏꎬ２０１５)ꎮ 多数学者认为个体的教育匹配是目前婚姻组合中最

为重要的选择因素(牛建林ꎬ２０１５)ꎮ 而中国传统社会认可的基于阶层匹配(“门当户对”)的
婚姻匹配模式仍得到国内不少学者的关注和研究ꎬ其中ꎬ阶层匹配主要围绕以父母为核心的

家庭背景展开ꎬ具体包括父母教育、户籍等方面(邢春冰、聂海峰ꎬ２０１０)ꎮ
对婚姻年龄匹配的研究并不多见ꎮ 仅有少数文献探讨了“女大男小”的“姐弟恋”婚配

模式ꎬ比如ꎬ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和 Ｇｌａｓｓ(１９８５)通过对美国 １９００—１９８０ 年配偶年龄差进行分析ꎬ发现配

偶年龄差(男性高于女性)从 ４ 岁以上(异质性)逐渐转变为 ４ 岁以内(同质性)ꎬ这一转变与

“姐弟恋”婚姻组合的增加有关ꎻ高颖(２０１２)通过结婚登记数据发现ꎬ配偶年龄差(男性高于

女性)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期间出现了缩小趋势ꎻ风笑天(２０１５)基于妇女地位调查数据ꎬ发现中

国“姐弟恋”婚姻组合仅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３.８％增长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５.２％ꎬ２０ 年来虽有少量增长

但总体趋势保持稳定ꎬ“男大女小”婚姻仍是主流趋势ꎮ 对于“姐弟恋”婚配模式在现代社会

有所增加的原因ꎬ已有研究将其主要归因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ꎬ比如ꎬＡｇｎｅｓ 和 Ｋｅｌｌｙ
(２００３)基于孟加拉国等六国的研究发现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促使男性结婚年龄下降ꎬ女性结

婚年龄提高ꎬ“女大男小”婚姻增多ꎮ 但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ꎬ徐家庆(２０１４)指出女性的高

学历会促使其设定更高的择偶标准以寻找年龄较大、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男性ꎬ从而加

大女性婚姻匹配的难度ꎮ 除此之外ꎬ工资率提升、再婚和出生性别比失衡等因素也成为影响

“姐弟恋”婚配模式形成的原因(章逸然等ꎬ２０１５)ꎮ
另外ꎬ有不少研究考察了婚姻匹配模式对个人或家庭收入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ꎮ 比

如ꎬＥｒｉｋｓｏｎ 和 Ｊｏｎｓｓｏｎ(１９９６)指出ꎬ随着全球教育扩张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ꎬ婚姻教育匹

配有效提高了正向匹配的概率ꎬ进而扩大了家庭收入不平等ꎻＨｕａｎｇ 等(２００９)则发现配偶的

受教育程度有助于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提高其收入水平ꎻ李雅楠和王飞(２０１３)发现ꎬ同
质婚姻匹配显著促进了家庭收入的增长ꎻ刘怡等(２０１７)指出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是形成收

入代际传递的重要渠道ꎬ会加剧家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ꎻ龚锋(２０１９)采用随机匹配法发现ꎬ
夫妻追求学历的同向匹配会扩大家庭收入分配不平等ꎮ 然而ꎬ目前鲜有文献研究婚姻年龄

匹配的影响效应ꎬ仅有少量文献从人均寿命、婚姻稳定和婚姻挤压等方面进行了社会学层面

的探讨ꎮ 比如ꎬＫｅｍｋｅｓ －Ｇｒｏｔｔｅｎｔｈａｌｅｒ (２００４)研究了配偶年龄差对人均寿命的影响ꎻ石燕

(２００７)发现ꎬ“男大女小”的婚姻模式会促使性别比攀升ꎬ进而加剧男性的婚姻挤压ꎬ“姐弟

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婚姻挤压ꎻ李建新和王小龙(２０１４)认为夫妻年龄差较大会显

著提高离婚风险ꎬ农村“姐弟恋”拥有更高的离婚风险ꎬ而城市“男大女小”婚姻更稳定ꎮ
与已有研究不同ꎬ本文尝试利用增强逆概率加权估计模型(ＡＩＰＷ)ꎬ考察“姐弟恋”婚姻

组合对夫妻双方收入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ꎬ以期验证“女大三ꎬ抱金砖”的说法在当前中国

是否成立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是:第一ꎬ本文识别了“姐弟恋”婚姻匹配模式对家庭内部男

性和女性收入具有异质性的影响效应ꎬ其中男性是“姐弟恋”婚姻的收入受益者(“抱金砖”
效应)ꎬ女性则是收入受损者(“惩罚”效应)ꎮ 本文还进一步识别了“姐弟恋”婚姻匹配模式

影响丈夫和妻子收入的内在机制ꎮ 第二ꎬ本文研究发现ꎬ“姐弟恋”婚姻对家庭内部夫妻双方

收入的异质性影响效应随夫妻年龄差的扩大而增强ꎬ且在不同出生年代样本间存在差异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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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随出生年代的向后推移而逐渐减弱ꎮ 第三ꎬ本文采用 ＡＩＰＷ 方法识别了“姐弟恋”婚姻

对夫妻双方收入的平均因果效应(ＡＴＥ)ꎬ在估计收入方程时还尝试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可

能的内生性问题ꎬ由此获得的 ＡＴＥ 具有双重稳健的特征ꎬ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新意ꎮ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假说和实证方法的介绍ꎻ第三部分是对

变量和数据处理的说明ꎻ第四部分是对实证结果的汇报与分析ꎻ第五部分是对估计结果的进

一步分析ꎻ第六部分是本文的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ꎮ

二、理论假说和实证方法

(一)理论假说

“姐弟恋”婚姻中妻子的年龄高于丈夫ꎮ 通常情况下ꎬ年长女性阅历更为丰富ꎬ心智也更

为成熟ꎬ更能理解、包容、谦让和理性地对待自己的配偶ꎬ也愿意花更多时间照顾家人ꎮ “姐
弟恋”婚姻能够通过以下四个机制产生“婚姻溢价”(“抱金砖”效应)ꎬ与此同时ꎬ却也可能对

“姐弟恋”婚姻中的女性造成收入“惩罚”效应ꎮ
一是家务和工作时间的分配ꎮ 在约定俗成的性别观念影响下ꎬ男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

间显著少于女性(杨菊华ꎬ２０１４)ꎮ 在“姐弟恋”家庭中ꎬ这一情况可能更为突出ꎮ 由于年长

的妻子对丈夫的照料更为细致ꎬ使得丈夫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事业发展中去ꎬ获得更高的职业

回报ꎬ收获“姐弟恋”婚姻带给他的“抱金砖”效应ꎮ 与男性相比ꎬ婚姻中的女性则需要更多

地面对工作与家庭两头难以兼顾的矛盾ꎮ 孙悦(２０１９)基于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的研究发

现ꎬ已婚有子女的就业女性往往因为生育、照顾家人而在短期内放弃有酬劳动ꎬ职业选择上

也倾向于待遇较差、稳定性较弱但能兼顾家庭的工作ꎮ 此外ꎬ李亚娟等(２０２０)研究也发现ꎬ
职场女性不得不承担因生育及产假带来的职业中断与工资惩罚ꎬ生育成为制约女性事业发

展的重要障碍ꎮ 而“姐弟恋”婚姻中的女性通常工作时间更长ꎬ事业已有一定基础ꎬ如果因为

照顾家庭或养育子女而转换职业、减少工作时间、降低工作强度ꎬ则将面临更为沉重的收入

“惩罚”效应ꎮ
二是心理压力与幸福感ꎮ “姐弟恋”婚姻中年长的妻子能够为丈夫提供细致的照顾以及

更多的情感慰藉ꎬ帮助男性减轻压力ꎬ提高男性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ꎬ由此提升其工作的

质量和效率ꎬ收获“姐弟恋”带给他的“抱金砖”效应ꎮ 而“姐弟恋”婚姻中的女性除了沉重的

家庭照顾压力ꎬ还要承受一系列与婚姻和年龄有关的其他压力:(１)婚姻双方父母以及社交

圈对“姐弟恋”婚姻的不认可ꎬ会对女方造成较大的心理负担ꎮ (２)女性在中年后比男性衰

老的速度更快ꎬ年长的妻子往往会担心自己容貌变老对婚姻稳定性造成冲击ꎬ普遍存在对婚

姻可持续的担忧ꎮ 李建新和王小龙(２０１４)的研究则表明ꎬ这一担忧并非没有道理ꎬ妻子比丈

夫大三岁以上的家庭ꎬ离婚风险比“男大女小”的婚姻提高了 ０.７ 倍ꎮ (３) “姐弟恋”婚姻中

女性因为年龄更大ꎬ考虑到高龄生育的风险ꎬ可能会希望尽快生育子女ꎬ而男性因为年龄更

小ꎬ未必会做好为人父的准备ꎬ生育意愿的不一致也会引发家庭矛盾ꎮ 因此ꎬ“姐弟恋”中妻

子承担了更大的心理压力ꎬ这会降低其从婚姻中获得的幸福感ꎬ进而影响其工作状态ꎬ从而

成为收入“惩罚”效应的来源之一ꎮ
三是生理因素与健康水平ꎮ “姐弟恋”婚姻为丈夫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健康促进效应ꎬ有

助于提高其健康水平ꎬ帮助其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ꎬ从“质”的方面产生“抱金砖”效应:第
一ꎬ年长的妻子在日常生活中对丈夫的悉心照料ꎬ能够直接增进其健康水平ꎻ第二ꎬ年长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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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通常会协助和监督丈夫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ꎬ有助于鼓励其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ꎬ由此提

升丈夫的健康水平(Ｄｕｎｃ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ꎮ 而“姐弟恋”婚姻中的妻子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

因ꎬ健康状况面临不利的影响:第一ꎬ“姐弟恋”婚姻中的女性往往承担了繁重的家庭照料责

任ꎬ这使得女性面临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双重挑战ꎬ巨大的压力和负担会侵蚀女性的身心健

康ꎻ第二ꎬ“姐弟恋”婚姻中的女性通常在较高龄的阶段生育ꎬ不得不面临较高的生育风险以

及由此带来的疾病ꎻ而且ꎬ“姐弟恋”婚姻中的妻子会在婚后更快地进入更年期ꎬ这也会带来

更多身体和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ꎮ 综上所述ꎬ与常规的婚姻类型相比ꎬ“姐弟恋”婚姻中年长

的妻子更有可能因为长期承担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压力ꎬ以及面临由年龄带来的生理和健康

问题ꎬ造成其身体健康状况相对更差ꎬ从而对其收入带来“惩罚”效应ꎮ
四是人际交往与社交频率ꎮ 社交应酬频率是影响个体收入的职业发展因素(刘伟峰等ꎬ

２０１６)ꎮ 一般情况下ꎬ“姐弟恋”婚姻中的女性婚后的社交圈会明显变小ꎮ 原因在于ꎬ一方面ꎬ
年长的妻子在婚后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用于家庭照顾和子女抚育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

维持之前的社交频率ꎻ另一方面ꎬ出于经济成本的考虑ꎬ结婚后居家过日子需要计算“经济

账”ꎬ不得不减少“无效的”社会交际ꎮ 因此ꎬ“姐弟恋”中的女性因为社交应酬的减少ꎬ可能

会降低由此获得职业发展的机会ꎬ从而对其收入水平产生负面影响ꎮ 而“姐弟恋”婚姻中丈

夫的家庭责任因为妻子更多的付出而被弱化ꎬ家庭责任的减少会促使男性更多关注于事业

发展和社会地位提升ꎬ有机会通过增加社交应酬维系人际交往关系ꎬ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机

会ꎬ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ꎮ
综上所述ꎬ“姐弟恋”婚姻通过上述四个机制对婚姻中的男性产生“抱金砖”效应ꎬ对女

性产生“收入惩罚”效应ꎮ 由于上述四个机制都以年长妻子对丈夫的身心照顾为基础ꎬ随着

婚姻中女性会较男性更早衰老ꎬ妻子对丈夫的“照顾福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ꎬ因
此ꎬ上述效应有可能会随着夫妻双方年龄的增大而逐渐减弱ꎮ 据此ꎬ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一:与“非姐弟恋”婚姻的家庭成员相比ꎬ“姐弟恋”家庭中男性具有更高的收入ꎬ能
够享有“抱金砖”效应ꎬ女性则收入相对更低ꎬ存在收入“惩罚”效应ꎮ 上述效应随家庭成员

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弱ꎮ
根据婚姻成熟度理论ꎬ男女年龄差在 １－２ 岁的婚姻一般仍被视为同龄婚姻ꎬ夫妻之间并

不会因年龄相差 １－２ 岁而在家庭观念等方面产生明显差异(Ｓｃｈｗａｒｔｚꎬ２０１３)ꎬ可能无法形成

显著的“抱金砖”效应和“惩罚”效应ꎻ在男女年龄相差 ３－５ 岁的婚姻中ꎬ夫妻之间可能因经

验阅历不同而产生明显的“代沟”ꎬ年轻时相差 ３－５ 岁的夫妻心理成熟度会有较大的差异

(Ｌｅｈｒｅｒꎬ２００８)ꎬ“抱金砖”效应较为明显ꎬ但随着夫妻年龄的增长ꎬ相差 ３－５ 岁的“代沟”将会

逐渐消弭ꎬ“女大男小”带来的收入效应会逐步弱化和消失ꎻ在男女年龄差在 ５ 岁以上的婚姻

中ꎬ夫妻间家庭观念上的“代沟”可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缩小ꎬ但难以完全消失(Ｒｅｇｎｅｒｕｓꎬ
２００９)ꎬ因此ꎬ“抱金砖”效应的持续时间可能更长ꎮ 据此ꎬ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二:与“非姐弟恋”婚姻相比ꎬ“姐弟恋”家庭中男性收入的“抱金砖”效应和女性收

入的“惩罚”效应会随着夫妻年龄差的扩大而增强ꎮ
(二)实证方法

根据个体家庭是否属于“姐弟恋”婚姻模式ꎬ将男女性分别划分为:“姐弟恋”家庭的男

性组、“非姐弟恋”家庭的男性组、“姐弟恋”家庭的女性组、“非姐弟恋”家庭的女性组ꎮ 定义

“姐弟恋”家庭的男性组和女性组为“处理组”ꎬ“非姐弟恋”家庭的男性组和女性组为“控制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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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ꎮ 如果个体选择“姐弟恋”婚姻是随机的ꎬ则处理组和控制组收入 Ｙ 的期望值之差就是

平均因果效应的无偏估计:
ＡＴＥ ｊ ＝Ｅ[Ｙ ｊ

１ｉ]－Ｅ[Ｙ ｊ
０ｉ]ꎬｊ＝ ｆｅｍａｌｅꎬｍａｌｅ (１)

但在现实生活中ꎬ个体选择“姐弟恋”的婚姻模式并不是随机的ꎬ而是基于一系列因素做

出的决定ꎬ即婚姻的组合往往是个体自我选择的结果ꎮ 假定个体选择“姐弟恋”的婚姻模式

受一系列变量的影响ꎬ构建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如下:
Ｐ ｊ

ｉ ＝Ｃ ｊ＋βｊＺ ｊ
ｉ＋ε ｊ

ｉꎬ ｊ＝ ｆｅｍａｌｅꎬｍａｌｅ (２)
(２)式中:Ｐ 为 ０－１ 哑变量ꎬ个体的婚姻模式为“姐弟恋”则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ꎻＣ 为常数项ꎬ
Ｚ 为影响个体婚姻选择的变量向量ꎬβ为待估系数向量ꎬε 为随机干扰项ꎮ 上标 ｊ 表示分别

利用男性和女性样本进行估计ꎮ (２)式就是通常的“倾向得分”概率模型ꎬ方程的拟合值 Ｐ　 ＾ ｊ

即为倾向得分ꎬ利用倾向得分我们可以构建逆概率加权估计量(ＩＰＷ):

ＡＴＥ^ ｊ
ＩＰＷ ＝ １

Ｎ ｊ∑
Ｎｊ

ｉ ＝ １

Ｐ ｊ
ｉＹ ｊ

ｉ

Ｐ　 ＾ ｊｉ(Ｚ ｊ
ｉ)

－
(１ － Ｐ ｊ

ｉ)Ｙ ｊ
ｉ

１ － Ｐ　 ＾ ｊｉ(Ｚ ｊ
ｉ)

{ } ꎬ ｊ ＝ ｆｅｍａｌｅꎬｍａｌｅ (３)

如果倾向得分未知ꎬ但 Ｐ　 ＾ ｊｉ 是通过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得到的一致估计量ꎬ则(３)式是 ＡＴＥ 的

一致估计量ꎮ 然而ꎬ逆概率加权估计量(ＩＰＷ)被普遍认为具有较差的小样本属性ꎬ如果倾向

得分模型存在模型误设ꎬ就会产生较大的估计偏差ꎬ尤其当某些观测值的倾向得分接近于 ０
或 １ 时ꎬ估计量将变得很不稳健ꎮ 为克服上述潜在的缺陷ꎬ增强逆概率加权法(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ｖｅｒｓ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ꎬ 简称 ＡＩＰＷ)应运而生ꎮ 该方法是在“反事实”框架下

综合利用加权倾向得分方法和回归方法消除选择偏差的处理技术ꎬ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ꎬ估计(２)式的处理模型ꎬ利用可观测的变量预测个体进入处理组的概率(即倾向

得分)ꎻ
第二ꎬ分别利用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样本ꎬ估计结果方程ꎬ其中被解释变量为收入 Ｙꎬ解释

变量为 Ｚ①ꎬ获得结果变量的拟合值:

Ｅ　 ＾(Ｙ ｊ
ｉ ｜Ｐ ｊ

ｉ ＝ １ꎬＺ ｊ
ｉ)ꎬ ｊ＝ ｆｅｍａｌｅꎬｍａｌｅ

Ｅ　 ＾(Ｙ ｊ
ｉ ｜Ｐ ｊ

ｉ ＝ ０ꎬＺ ｊ
ｉ)ꎬ ｊ＝ ｆｅｍａｌｅꎬｍａｌｅ

第三ꎬ利用结果变量的拟合值ꎬ修正(３)式的 ＩＰＷ 估计量ꎬ获得 ＡＩＰＷ 估计量(Ｇｌｙｎｎ ａｎｄ
Ｑｕｉｎｎꎬ２０１０):

ＡＴＥ^ｊ
ＡＩＰＷ ＝ １

Ｎｊ ∑
Ｎｊ

ｉ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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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Ｙｊ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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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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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在后文的实证分析中ꎬ结果变量 Ｙ 为个体收入的对数值ꎻ处理变量 Ｐ 为婚姻年龄匹配变

量ꎬ来自控制组“非姐弟恋”家庭的个体ꎬＰ 取值为 ０ꎬ来自处理组“姐弟恋”家庭的个体ꎬＰ 取

值为 １ꎬ我们设计了 ３ 类处理组ꎬ分别是:女大男 １－２ 岁、女大男 ３－５ 岁和女大男 ５ 岁以上ꎻＺ
是处理方程和结果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向量ꎬ考虑到影响婚姻选择和收入水平的因素存在一

定的差异ꎬ因此我们设定两类方程中的解释变量不同ꎮ 具体而言ꎬ处理模型中解释变量包括

１３１
①结果方程中的解释变量 Ｚ 可以与(２)式相同ꎬ也可以不一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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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受教育程度、婚前户口、民族、是否与老人同住、父母受教育程度、婚前家庭社会地位等ꎻ
结果模型中解释变量包括工作时间、社交应酬频率、自评幸福感和自评健康状况等核心变

量ꎬ以及个体受教育程度、户口、民族、职业类型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ꎮ 此外ꎬ两类

模型均控制了地区和时间虚拟变量ꎮ
使用 ＡＩＰＷ 模型同样需要满足两个假设前提:重叠区间假设和条件独立性假设ꎮ 由于

ＡＩＰＷ 估计值是根据可观测变量的相似性对观测值进行加权ꎬ因此并不需要倾向得分的分布

完全一致ꎬ但至少需要足够的重叠ꎬ本文将利用倾向得分概率密度图验证重叠区间假设ꎮ 此

外ꎬ为考察 ＡＩＰＷ 模型是否满足条件独立性假设ꎬ后文我们也将进行相关的检验ꎮ
除了能有效改善 ＩＰＷ 的小样本性质ꎬＡＩＰＷ 模型还具有“双稳健性”的优点ꎮ “双稳健

性”是指ꎬ只要正确地设定倾向得分模型ꎬ即便结果回归模型设定不正确ꎬＡＴＥ 仍然能得到有

效估计ꎬ反之亦然(Ｈｉｒａｎ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３)ꎮ 该性质使得 ＡＩＰＷ 模型具有极大优势ꎬ尤其当处理

模型和结果模型都存在不确定性时ꎬ使用 ＡＩＰＷ 方法更有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结果(Ｇｌｙｎｎ
ａｎｄ Ｑｕｉｎｎꎬ２０１０)ꎮ

三、变量与数据

(一)变量选择

１.收入变量(结果变量)
我们选取受访者年度总收入的对数作为结果变量ꎮ 因为个体收入是“抱金砖”效应最直

接的体现ꎬ可以反映“姐弟恋”婚姻对夫妻双方经济状况的不同影响ꎮ
２.收入方程(结果方程)的解释变量

具体包括:(１)工作时间ꎮ 工作时间是影响个体收入最直接的因素(刘娜、Ａｎｎｅ ｄｅ
Ｂｒｕｉｎꎬ２０１５)ꎻ(２)自评健康ꎮ 健康状况的高低会影响个体的工作效率ꎬ从而影响个体的收入

水平(王一兵、张东辉ꎬ２００８)ꎻ(３)自评幸福感ꎮ 幸福感会影响个体的工作动力和热情ꎬ从而

影响个体的工作状态和收入水平(苑会娜ꎬ２００９)ꎻ(４)社交应酬频率ꎮ 当个体拥有更高职位

时社交应酬增加对于收入的贡献会逐渐提升(刘伟峰等ꎬ２０１６)ꎮ 除上述核心解释变量外ꎬ遵
循龚锋等(２０１７)的做法ꎬ我们还在收入方程中引入以下个体特征变量:受教育程度、户籍、民
族、职业类型、父母学历、是否与父母同住等ꎮ 在上述变量中ꎬ除“是否与父母同住”外ꎬ其余

变量均是影响个体收入水平的常见变量ꎮ 而与父母同住对收入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①ꎮ
３.婚姻匹配变量(处理变量)
考虑到自然的婚配年龄梯度ꎬ我们将“姐弟恋”婚姻模式具体分为三组:女大男 １－２ 岁、

女大男 ３－５ 岁和女大男 ５ 岁以上ꎮ 女大男 １－２ 岁婚姻虽然属于“姐弟恋”婚姻ꎬ但夫妻年龄

差距并不大ꎬ仍属于传统婚姻观念可接受范围内的模式ꎬ该婚配模式占全部婚姻样本的

１２.２％ꎻ女大男 ３－５ 岁婚姻是与“女大三”婚姻相契合的婚配模式ꎬ是比较典型的“姐弟恋”ꎬ
其占全部婚姻样本的比例为 ３.２％ꎻ女大男 ５ 岁以上婚姻是传统婚姻观念较难接受的婚姻模

式ꎬ较大的年龄差可能会使夫妻产生巨大的代沟ꎬ该模式仅占全部婚姻样本的 ０.７％ꎮ

２３１

①比如ꎬ父母辈提供家庭照料有助于提高子女的就业率和工作时间ꎬ对子女的收入具有促进作用ꎻ但

是ꎬ如果父母辈年龄偏大或身体状况不佳等ꎬ则有可能需要子女花费较多时间、精力陪护ꎬ由此干扰子女的

工作状态ꎬ对其收入产生负面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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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婚姻选择模型(处理方程)的解释变量

首先ꎬ“门当户对”是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ꎬ这种婚姻模式下夫妻间无论是年龄还是教育

程度等方面的差距往往不大ꎬ而在“高攀”和“低就”婚姻中更容易出现“姐弟恋” (袁晓燕ꎬ
２０１７)ꎮ 因此ꎬ婚前家庭社会地位是影响婚姻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ꎮ 我们选择个体 １４ 岁时

的家庭社会地位、父亲学历、母亲学历 ３ 个变量ꎬ作为度量个体婚前家庭地位的变量ꎮ 其次ꎬ
由于城乡二元分割ꎬ城乡居民收入存在显著差异ꎬ许多女性从农村嫁到城镇以谋求更好的生

活水平ꎬ这类婚姻中“姐弟恋”偏少(周兴等ꎬ２０１７)ꎮ 与之相反ꎬ城镇居民的婚恋观念更为开

放ꎬ更易于接受“姐弟恋”的婚配模式ꎬ为此本文将婚前户口作为影响个体选择婚姻匹配模式

的因素之一ꎮ 再次ꎬ参考国内外有关婚姻年龄匹配的代表性文献ꎬ本文还选取了个体受教育

程度、夫妻学历差和结婚年代等变量作为“姐弟恋”婚配的影响因素ꎮ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ꎮ 考虑到统计口径的前后一致性ꎬ我
们选取了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五期数据集作为分析样本ꎮ

首先ꎬ个体收入数据为个人全年总收入ꎬ考虑到收入分布呈高度右偏的特征ꎬ本文对个

体收入取自然对数①ꎮ
其次ꎬ其他变量的处理如下:(１)工作时间根据问卷统计的个体周工作小时数ꎬ乘以 ５２

换算成“年度工作时间”ꎮ (２)社交应酬频率根据对问卷问题“您与其他朋友社交娱乐的频

率程度如何”的回答整理得到ꎮ (３)自评幸福感数据来源于问卷问题“总的来说ꎬ您觉得您

的生活是否幸福”ꎮ 该变量为排序离散变量(“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分别由 １－５ 整数

代表)ꎬ我们将其调整为“０－１”二值变量ꎬ“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设定为 １ꎬ“说不上幸福

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设定为 ０ꎮ (４)自评健康状况根据问题“您觉得您目

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什么”的回答整理得到ꎮ 与自评幸福感类似ꎬ我们将“很健康”和“比较

健康”设定为 １ꎬ“一般”“比较不健康”和“很不健康”设定为 ０ꎬ转换该变量为“０－１”二值变

量ꎮ (５)是否与老人同住变量来源于家庭成员关系表中对老人“是否与您同吃同住?”问题

的回答ꎮ (６)婚前家庭社会地位来源于问题“您认为在您 １４ 岁时ꎬ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

上?”ꎬ最高“１０ 分”代表最顶层ꎬ最低“１ 分”代表最底层ꎬ本文将其合并为 ３ 个等级ꎬ即高等

级(等级得分为:８、９、１０)、中等级(等级得分为:４、５、６、７)、低等级(等级得分为:１、２、３)ꎮ
(７)在个体和家庭背景变量中ꎬ对民族、户籍状态、个体及父母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等变量

的处理参见龚锋等(２０１７)的做法ꎮ (８)婚姻年龄匹配变量根据出生年份推断出个人和配偶

的年龄差而计算得到ꎬ定义“非姐弟恋”婚姻组为 ０ꎬ女大男 １－２ 岁婚姻组为 １ꎬ女大男 ３－５ 岁

婚姻组为 ２ꎬ女大男 ５ 岁以上婚姻组为 ３ꎮ 下文在具体估计时ꎬ根据需要将 ３ 类“姐弟恋”变
量分别转换为 ０－１ 哑变量ꎮ (９)婚前户口是在受访者受访时户口类型基础上调整得到的ꎬ
根据问题“您目前的非农户口是哪一年获得的”ꎬ本文将获得非农户口的年份在结婚年份之

后样本的户口由“非农户口”调整为“农业户口”ꎬ其余保持不变ꎮ (１０)结婚年代数据来源于

问题“您与目前的配偶是哪一年结婚的”ꎬ本文将结婚年代分为 １９８０ 年以前、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年、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０ 年以后四个年代ꎮ (１１)夫妻学历差通过将个体与配偶的受教育

程度取差值后计算得到ꎮ

３３１
①对数化处理会使得收入为 ０ 的样本缺失ꎬ因此本文将收入数据加 １ 后取对数ꎬ保留收入为 ０ 的样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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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ꎬ不同出生年代

的个体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家庭特征等各个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ꎬ在同一时点上将不同

出生代际的样本混合在一起进行研究ꎬ可能会带来较大的偏误ꎮ 比如ꎬ不同出生代际样本方

向相反的效应在混合样本中有可能会相互抵消ꎬ由此将会干扰对真实因果效应的识别ꎮ 为

更加准确地识别“姐弟恋”的“抱金砖”效应ꎬ我们将全样本(成年已婚样本)划分为 ３ 个出生

代际子样本:出生于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年样本(“６０ 后”)、出生于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年样本(“７０ 后”)、
出生于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年样本(“８０ 后”)ꎮ 由于出生在 ６０ 年代之前的样本大多数已退出劳动

力市场ꎬ而大部分“９０ 后”样本是并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未成年人或者学生ꎬ因此ꎬ我们剔除

了“５０ 后”和“９０ 后”的样本ꎮ
本文将五期 ＣＧＳＳ 样本汇总到一起ꎬ汇总后总样本量为 ５１ ５７４ 个ꎬ其中已婚样本为

４０ ６５９个ꎮ 进一步剔除收入等变量有缺失值的样本后为 ３３ ９０２ 个ꎬ最后剔除 １９６０ 年以前和

１９９０ 年后出生的样本ꎬ本文实际采用的样本量为 ２０ ３５６ 个ꎬ其中“６０ 后”样本为 ８ ４５５ 个ꎬ
“７０ 后”样本为 ７ ６７９ 个ꎬ“８０ 后”样本为 ４ ２２２ 个ꎮ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前提假设检验

我们分别基于“６０ 后”“７０ 后”和“８０ 后”男女性样本进行 ＡＩＰＷ 模型的估计ꎮ 为保证估

计结果的有效性ꎬ首先利用倾向得分概率密度函数图检验“重叠区间假设”是否满足ꎬ其中概

率密度由基于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Ｋｅｒｎｅｌ 的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和选择的最优带宽估计得到ꎮ 其结果

显示ꎬ分性别的 ３ 个处理组(女大男 １－２ 岁、３－５ 岁和 ５ 岁以上样本)各自与控制组(“非姐弟

恋”样本)的倾向得分的概率密度函数均存在明显的区间重叠ꎬ有理由判断“重叠区间假设”
是成立的①ꎮ

　 　 表 １ 　 　 条件独立性检验

样本 统计量

１９６０ 年代出生 １９７０ 年代出生 １９８０ 年代出生

女大
１－２ 岁

女大
３－５ 岁

女大
超 ５ 岁

女大
１－２ 岁

女大
３－５ 岁

女大
超 ５ 岁

女大
１－２ 岁

女大
３－５ 岁

女大
超 ５ 岁

男性

相关系数 ρ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８８ －０.９３６ －０.１９８
标准误 σ １.６５０ １.６５９ １.８２９ １.３２８ １.３４２ １.３６１ １.５２７ １.５６３ １.５７６
λ＝ ρ×σ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１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０ －０.１３４ －０.１４６ －０.３１２
Ｗａｌｄ χ２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４９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７２ ０.６０ １.５７
Ｐ 值 ０.７１０ ０.６９６ ０.８８０ ０.４８２ ０.８９７ ０.８５１ ０.３９６ ０.４３９ ０.２１０

女性

相关系数 ρ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８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２ ０.２３１ ０.２９５ －０.０２６ －０.４７７
标准误 σ １.８５８ １.６０８ ２.８６０ ２.５９２ ２.５６９ ２.５７０ ３.２２６ ３.１９４ ３.１８０
λ＝ ρ×σ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８ －０.２４５ －０.０４１ －０.１０７ ０.５９４ ０.９５２ －０.０８３ －１.５１７
Ｗａｌｄ χ２ ０.４６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６５ １.９６ ０.０２ １.７６
Ｐ 值 ０.４９８ ０.８８７ ０.６４６ ０.９３３ ０.８８３ ０.４２１ ０.１６１ ０.８９３ ０.１８４

其次ꎬ借鉴 Ｗｉｔｔｅｖｅｅｎ 和 Ａｔｔｅｗｅｌｌ(２０１７)处理样本选择性偏误的方法来检验条件独立性

假设是否满足ꎮ 具体程序如下:(１)计算处理模型(“姐弟恋”婚配选择模型)残差和结果模

型(收入决定方程)残差的相关系数 ρꎻ(２)利用 ρ 的反双曲正切函数(１ / ２) ×ｌｎ[(１＋ρ) /

４３１
①限于篇幅ꎬ本文没有汇报重叠区间假设检验的 ６ 个图ꎬ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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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ρ)]ꎬ获得检验处理方程和结果方程独立性的 Ｗａｌｄ 卡方检验统计量ꎬ原假设为“ρ ＝ ０”ꎻ
(３)当无法拒绝原假设时ꎬ则表明结果方程与处理方程的残差项无关ꎬ模型选择的变量包含

了绝大部分的因素ꎬ不存在显著的不可测因素ꎬＡＩＰＷ 模型满足条件独立性假设ꎮ 表 １ 汇报

了检验结果ꎬ可以发现ꎬ所有情形下 Ｗａｌｄ 卡方检验结果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都不显著ꎬ无法

拒绝“ρ＝ ０”的原假设ꎬ故本文构建的 ＡＩＰＷ 模型满足条件独立性假设ꎮ
(二)处理模型和结果模型的估计结果

我们分男女性和出生年代估计了处理模型和结果模型①ꎮ 根据处理模型的估计结果ꎬ
从个人特征来看ꎬ男性的受教育程度高低对其选择哪种类型的年龄婚配模式均无显著影响ꎬ
但女性受教育程度在三个出生年代样本中对其选择“女大男”３－５ 岁或 ５ 岁以上的“姐弟恋”
婚配模式具有负面影响ꎬ可能的解释是ꎬ学历高的女性更倾向于选择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男

性作为配偶ꎬ而此类男性通常年龄都比较大ꎮ 对“６０”和“７０”年代出生的男性而言ꎬ其学历

比配偶越高ꎬ选择“女大男 ５ 岁以上”婚姻的概率就越低ꎻ而对女性而言ꎬ其学历比配偶越高ꎬ
选择“女大男”婚配模式的概率普遍更高ꎬ这在“８０ 后”样本中显得尤为明显ꎮ 在“６０ 后”和
“７０ 后”样本中ꎬ无论男性还是女性ꎬ拥有城镇户口的个体选择“男大女小”的传统婚姻模式

的概率更高ꎬ而“８０ 后”样本中ꎬ户籍制度的影响并不显著ꎬ这表明户籍制度对年轻人婚姻年

龄匹配的影响在逐渐弱化ꎮ 在不同样本中ꎬ民族(是否是汉族)对选择“女大男小”婚配模式

概率的影响要么不显著ꎬ要么显著为负ꎬ从而表明ꎬ汉族接受“女大男小”婚配的概率不会比

少数民族更高ꎮ
从家庭背景特征来看ꎬ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姐弟恋”婚姻的选择并无显著影响ꎬ而母亲

受教育程度越高会降低个体选择“女大男”３－５ 岁或 ５ 岁以上的“姐弟恋”婚配模式的概

率ꎮ 婚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估计结果表明ꎬ在不同年代ꎬ出生社会等级较高家庭的个体

对“姐弟恋”婚姻都有着更高的接受程度ꎮ 考虑结婚年份的影响ꎬ对男性而言ꎬ无论其结

婚年份处于哪个年代ꎬ其对“姐弟恋”婚姻接受度相对较为稳定ꎬ总体来看男性更愿意选

择传统婚姻模式ꎻ而对女性来说ꎬ随着其结婚年份趋向于 ２１ 世纪ꎬ其对“姐弟恋”婚姻的

接受度逐渐提高ꎮ
男女性样本的收入决定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ꎬ工作时间、自评健康和自评幸福感对个体

收入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ꎬ结果与通常的直觉相符ꎬ但该效应在不同年龄群体以及不同婚

配模式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ꎮ 工作时间对个体收入的正向影响在不同年龄段男

性和女性样本中都存在ꎬ而健康状况和幸福感对收入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６０ 后”和“７０
后”等中老年群体中ꎬ在较为年轻的“８０ 后”群体中表现较弱ꎮ 社交应酬频率对收入增长的

影响更为复杂ꎬ总体来看ꎬ其对“６０ 后”和“８０ 后”样本的收入并无显著影响ꎬ对“７０ 后”样本

的收入具有促进作用ꎮ 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均符合通常的直觉ꎬ在此不再赘述ꎮ
(三)ＡＩＰＷ 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 ２ 汇报了基于上述处理方程和结果方程的 ＡＩＰＷ 模型的估计结果ꎬ评估了婚姻年龄

匹配模式对个体收入的平均因果效应(ＡＴＥ)ꎮ 可以看到ꎬ不同婚姻年龄匹配模式的选择对

于收入具有显著的影响ꎬ这一影响在男性和女性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ꎮ

５３１

①限于篇幅ꎬ本文没有汇报“婚姻年龄匹配处理方程”和“收入决定方程”(结果方程)的具体估计结果ꎬ
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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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婚姻年龄匹配对各出生年代夫妻收入的平均因果效应(ＡＴＥ)
男大女
Ｖｓ:

６０ 后 ７０ 后 ８０ 后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女大 １－２ 岁
－０.０８５２ ０.１４３９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２４３ ０.１６２０∗ －０.３８４４∗

(０.０８４４) (０.１３５８) (０.０７７４) (０.１３５６) (０.０９１６) (０.２１２８)

女大 ３－５ 岁
－０.０９３０ ０.０５２４ －０.１８９８ －０.０２５６ ０.３６４８∗∗∗ －１.１７５７∗

(０.１３２２) (０.２８１８) (０.１９４３) (０.２５６２) (０.１１４１) (０.６９２９)

女大超 ５ 岁
０.２２２１∗ －１.２３６８∗∗ １.０６０７∗∗ －１.９０２７∗∗ １.５５１２∗∗∗ －２.６１９６∗∗∗

(０.１３０３) (０.５８４８) (０.４７９３) (０.８３１７) (０.２６８４) (０.１９７１)
潜在结果均值 ９.６１５∗∗∗ ７.９１２∗∗∗ １０.０９１∗∗∗ ８.２２６∗∗∗ １０.１６５∗∗∗ ７.５０８∗∗∗

样本量 ４ ２０９ ４ ２４６ ３ ６３６ ４ ０４３ １ ８１０ ２ ４１２
　 　 注:括号内为 ｚ 统计量ꎬ∗、∗∗、∗∗∗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ꎮ 下表同ꎮ

具体而言:(１)“６０ 后”和“７０ 后”个体ꎮ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ꎬ个体选择“女大 １－２ 岁”
和“女大 ３－５ 岁”婚姻匹配模式时ꎬ其收入平均而言与其选择传统的“男大女小”婚姻匹配模

式相比并不存在显著差异ꎻ但选择“女大超 ５ 岁”婚配模式的情形却不同ꎬ其中:“６０ 后”选择

“女大超 ５ 岁” 婚配模式的男性收入比其选择 “男大女小” 传统婚配模式的收入要高

２.３１％①ꎬ选择“女大超 ５ 岁”婚配模式的女性收入比其选择“男大女小”传统婚配模式的收

入要低 １５.６３％ꎻ“７０ 后”选择“女大超 ５ 岁”婚配模式的男性收入比其选择“男大女小”传统

婚配模式的收入要高 １０.５１％ꎬ选择“女大超 ５ 岁”婚配模式的女性收入比其选择“男大女小”
传统婚配模式的收入要低 ２３.１３％ꎮ (２)“８０ 后”个体ꎮ 选择“女大 １－２ 岁”“女大 ３－５ 岁”
“女大超 ５ 岁”婚配模式的男性收入比其选择“男大女小”传统婚配模式的收入分别要显著

高 １.５９％、３.５９％、１５.２６％ꎬ而选择“女大 １－２ 岁”“女大 ３－５ 岁”“女大超 ５ 岁”婚配模式的女

性收入比其选择“男大女小”传统婚配模式的收入分别要显著低 ５.１２％、１５.６６％、３４.８９％ꎮ
总体而言ꎬ“姐弟恋”婚配模式对男性具有“抱金砖”效应ꎬ对女性具有“收入”惩罚效应ꎬ

上述效应随个体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弱(从“８０ 后”到“６０ 后”效应不断降低)ꎬ假说一由此

得证ꎮ 上述结果还表明ꎬ女性年龄比男性越大的婚配模式对男性带来的“抱金砖”效应以及

对女性带来的“收入惩罚”效应越明显(从“女大 １－２ 岁”到“女大超 ５ 岁”效应不断提高)ꎬ
假说二由此得证ꎮ

(四)稳健性分析

１.处理结果方程的内生性问题

ＡＩＰＷ 方法能较好地处理自选择造成的偏误ꎬ但在结果方程中我们控制了自评健康状况

和自评幸福感两个变量ꎬ它们可能存在比较明显的内生性问题ꎮ 比如ꎬ健康状况更高、幸福

感更强的个体通常心理素质和身体机能更有优势ꎬ使之具备更强的收入获取能力ꎬ从而获得

更高的收入ꎮ 为解决这一问题ꎬ我们在 ＡＩＰＷ 模型基础上结合工具变量法的原理ꎬ对 ＡＩＰＷ
模型进行改进②ꎮ 关于工具变量的选取ꎬ已有研究一般选取吸烟、喝酒等生活习惯或身体质

６３１

①

②

为使得不同出生年代样本的平均因果效应(ＡＴＥ)具有可比性ꎬ本文采用变化幅度这一相对指标进行

衡量ꎬ具体公式:变化幅度＝平均因果效应 / 潜在结果均值ꎮ 其中ꎬ潜在结果均值衡量的是处理组如果不接

受处理的“反事实”状态下结果变量(收入)的平均值ꎮ
在 ＡＩＰＷ 模型的结果方程中ꎬ本文对自评健康状况和自评幸福感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

法回归(２ＳＬＳ)ꎮ 第一阶段回归在主要控制变量基础上ꎬ加入工具变量ꎬ回归得到健康状况或幸福感拟合值

作为自评幸福感的替代变量ꎬ代入第二阶段回归ꎬ检验健康状况和幸福感对个体收入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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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数(ＢＭＩ)、是否患有慢性病等生理特征作为自评健康的工具变量(常芳等ꎬ２０１８)ꎮ 考虑

到数据的可获性ꎬ本文选取 ＢＭＩꎬ构造虚拟变量“是否为健康体型”①ꎬ作为“自评健康状况”
的工具变量ꎮ 另外ꎬ本文选取“乡镇层面的主观幸福感”作为“个体自评幸福感”的工具变

量ꎬ原因在于ꎬ个体幸福感会受到其所在乡镇社区独特的经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ꎬ而这

些因素也基本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平均幸福感ꎬ所以乡镇的平均幸福感能够很好地解释个体

的幸福情况ꎬ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ꎮ 而且ꎬ地区幸福感一般不会对微观个体的收入产

生直接影响ꎬ故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ꎮ 表 ３ 汇报了采用工具变量法(ＩＶ)解决结果方

程内生性后 ＡＩＰＷ 的估计结果ꎮ 可以看到ꎬ“姐弟恋”婚配模式对男性收入存在“抱金砖”效
应ꎬ而对女性收入存在“惩罚”效应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ꎬ且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高度一致ꎮ

　 　 表 ３ 　 　 处理内生性后婚姻年龄匹配对夫妻收入的平均因果效应(ＡＴＥ)
男大女
Ｖｓ:

６０ 后 ７０ 后 ８０ 后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女大 １－２ 岁
－０.０７１ ０.１５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４ ０.１８９∗ －０.３２５∗

(０.０９７) (０.１６２) (０.０８９) (０.１８０) (０.１０２) (０.１９１)

女大 ３－５ 岁
－０.１４４ ０.２８１ ０.１０７ －０.２４６ ０.３８４∗∗∗ －１.８２４∗

(０.１８０) (０.３７８) (０.１９８) (０.２５９) (０.１２６) (０.９４９)

女大超 ５ 岁
０.４７４∗∗ －１.８７６∗∗∗ １.１７６∗∗∗ －２.３１９∗∗∗ １.６７７∗∗∗ －２.７３３∗∗

(０.２１８) (０.６１６) (０.２８４) (０.４７８) (０.５０１) (１.１４７)
潜在结果均值 ９.６３９∗∗∗ ８.２３０∗∗∗ １０.０４３∗∗∗ ８.５３１∗∗∗ １０.１８２∗∗∗ ８.０１６∗∗∗

样本量 ３ ８２４ ４ １０５ ３ ３０８ ３ ９７４ １ ５８２ ２ ３５８

２.以结婚年代为分组依据

“姐弟恋”中男性收入的“抱金砖”效应和女性收入的“惩罚”效应需要婚后才会显现ꎬ即
使是同一出生年代的夫妻结婚时间也可能差异较大ꎬ区分出生年代来分别衡量“抱金砖”和
“惩罚”长期效应可能并不准确ꎮ 因此ꎬ本文尝试以结婚年代为分组依据ꎬ具体分为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９ 年、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０ 年以后结婚三组ꎬ利用 ＡＩＰＷ 模型重新估计不同结婚年代夫妻

收入的平均因果效应(ＡＴＥ)ꎬ得到的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可以看到ꎬ按结婚年代重新分组后的估

计结果ꎬ与按出生年代分组的结果基本一致ꎬ存在随时间推移而减弱的长期效应和随年龄差扩

大而增强的收入效应ꎮ 也就是说ꎬ结婚时间的早晚差异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估计结果ꎮ

　 　 表 ４ 　 　 婚姻年龄匹配对各结婚年代夫妻收入的平均因果效应(ＡＴＥ)
男大女
Ｖｓ:

结婚时间处于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年 结婚时间处于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 结婚时间处于 ２０００ 年以后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女大 １－２ 岁
－０.１１２ ０.２１４ －０.０２８ ０.１５１ ０.０３５ －０.３３６∗∗

(０.０９６) (０.１４０) (０.０８３) (０.１２３) (０.０７９) (０.１６２)

女大 ３－５ 岁
０.１０５ ０.３８９ －０.２７３ ０.２６６ ０.３０８∗ －０.１７３

(０.１４８) (０.２７８) (０.１９８) (０.２５５) (０.１６４) (０.２９２)

女大超 ５ 岁
０.２２０∗∗ －０.１７７ ０.３８０∗∗∗ －０.３２０∗ ０.５０５∗∗ －０.７６２∗

(０.１０８) (０.５４８) (０.１４５) (０.１７５) (０.０８８) (０.４３２)
潜在结果均值 ８.７７５∗∗∗ ７.４２１∗∗∗ ９.６３７∗∗∗ ８.０６４∗∗∗ １０.１２４∗∗∗ ７.６０４∗∗∗

样本量 ４ ５４３ ４ ４０８ ３ ７２２ ３ ９７０ ３ ６８６ ３ 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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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陈春明和孔灵芝(２００６)«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一书中的标准ꎬ中国人身体体

重指数(ＢＭＩ)正常为 １８.５~２３.９Ｋｇ / ｍ２ꎬ超过正常范围本文皆设定为非健康体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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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多期收入的处理

本文采用的样本为多期 ＣＧＳＳ 调查数据ꎬ前文在构建回归模型时ꎬ针对不同调查年份收

入的可比性问题ꎬ主要采取加入调查年份时间虚拟变量的方式以实现对收入的调整ꎮ 此处ꎬ
我们设定 ２０１５ 年为基期ꎬ将其余调查年份的个体收入根据其所处年份和所处省份的平均收

入与 ２０１５ 年对应省份平均收入的比值进行缩放ꎬ从而消除汇总样本后收入分布的年度差

异ꎮ 估计结果如表 ５ 模型(１)所示ꎮ 可以发现ꎬ样本收入“投影”处理后ꎬ并不会明显改变

ＡＩＰＷ 模型的估计结果ꎮ
４.改变微观数据样本

本文尝试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ＣＦＰＳ)重新通过 ＡＩＰＷ 模型对夫妻收入进行评

估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在个人特征变量中ꎬ由于 ＣＦＰＳ 调查问卷未包含户口取得年份等相关问

题ꎬ因此婚前户口由当前户口替代ꎮ 就业状况变量将 ＣＦＰＳ 问卷中“农业自雇”和“农业受

雇”两类状况合并为一类“务农”ꎬ由设计的 ５ 类状况调整为 ４ 类ꎮ 家庭背景特征变量中ꎬＣＦＰＳ
问卷并未设置“婚前家庭社会地位”相关问题ꎬ由“现在社会地位”替代ꎮ 其余变量处理与 ＣＧＳＳ
数据类似ꎬ最终保留的“６０ 后”有效样本为 ６ ５０２ 个ꎬ“７０ 后”有效样本为 ５ ６２３ 个ꎬ“８０ 后”有效

样本为 ４ ５８６ 个ꎬ总计样本数为 １６ ７１１ 个ꎮ 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５ 模型(２)所示ꎬＣＦＰＳ 调查样本

得到的估计结果与 ＣＧＳＳ 调查数据的结果高度一致ꎬ基本结论仍然没有改变ꎮ

　 　 表 ５ 　 　 其他稳健性分析
男大女
Ｖｓ:

６０ 后 ７０ 后 ８０ 后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模型(１)

女大 １－２ 岁
－０.０８５ ０.１４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９ ０.２２８∗∗ －０.３９１∗

(０.０８６) (０.１４０) (０.０７８) (０.１４０) (０.１００) (０.２１８)

女大 ３－５ 岁
－０.０９３ ０.０５０ －０.１９４ －０.０１１ ０.３８６∗∗∗ －１.２４４∗

(０.１３５) (０.２９３) (０.１９７) (０.２６２) (０.１１５) (０.７１４)

女大超 ５ 岁
０.２２９∗ －１.２４１∗∗ １.１２０∗∗ －２.０７３∗∗ １.６９４∗∗∗ －２.８３７∗∗∗

(０.１３０) (０.５９４) (０.４９３) (０.８３４) (０.２９７) (０.１９９)
潜在结果均值 ９.８６３∗∗∗ ８.１３０∗∗∗ １０.３４１∗∗∗ ８.４４８∗∗∗ １０.３９５∗∗∗ ７.６８７∗∗∗

样本量 ４ ２０９ ４ ２４６ ３ ６３６ ４ ０４３ １ ８１０ ２ ４１２

模型(２)

女大 １－２ 岁
－０.０２７ －０.１７９ ０.２７１ ０.１５１ ０.１３２ －０.４５６７∗

(０.２２９) (０.１３６) (０.２３０) (０.１８１) (０.３０７) (０.２６５)

女大 ３－５ 岁
０.１５５ －０.３７９ －０.１３９ ０.５８８ ０.３２９∗∗ －１.２９５∗∗∗

(０.３７２) (０.２９２) (０.４６５) (０.５４２) (０.１５４) (０.３６９)

女大超 ５ 岁
０.６０８∗∗∗ －１.０３１∗ ０.９７１∗∗∗ －１.７５１∗∗ ２.２２０∗∗∗ －２.２９９２∗∗

(０.２１９) (０.５４０) (０.３７９) (０.８４６) (０.４８５) (１.０９６)
潜在结果均值 ８.０６８∗∗∗ ６.６０４∗∗∗ ９.８４９∗∗∗ ７.０７８∗∗∗ １０.０８２∗∗∗ ７.２０１∗∗∗

样本量 ３ １９０ ３ ３１２ ２ ７４６ ２ ８７７ ２ １６３ ２ ４２３

五、对估计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针对前文的结果ꎬ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以下问题:对于不同出生年代的群体ꎬ“姐弟恋”
婚配模式影响夫妻收入的机制和渠道有哪些? 在理论分析和结果方程的估计中ꎬ我们已经

探讨了工作时间、自评健康状况、自评幸福感和社交应酬频率四个变量对夫妻个体收入的积

极影响ꎮ 进一步ꎬ我们检验“姐弟恋”婚配模式是否会对上述四个变量具有显著影响ꎬ从而考

察婚姻年龄匹配是否会通过上述四个渠道影响夫妻的收入水平ꎮ 表 ６ 分别汇报了对应的

ＡＩＰＷ 估计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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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的结果表明ꎬ总体来看ꎬ不同出生年代的个体选择年龄差不同的“姐弟恋”婚配模式

对夫妻双方的收入产生“抱金砖”和“惩罚”效应的机制侧重点有所区别ꎬ具体表现如下:
１.“６０ 后”群体ꎮ “姐弟恋”婚配模式对夫妻双方收入的影响效应仅在“女大男 ５ 岁以

上”的家庭组合中才是显著的ꎮ 机制分析的结果与之高度一致ꎬ“姐弟恋”和“男大女小”两种

家庭组合的工作时间和社交频率均无显著差异ꎮ “６０ 后”群体年龄偏大ꎬ即将退出劳动市场ꎬ受
限于精力的日益下降以及对物质追求需求的降低ꎬ因此夫妻双方均不会更多关注工作时间和

社交应酬ꎮ 但选择“女大男 ５ 岁以上”婚配模式的女性ꎬ相比其选择“男大女小”传统婚配的“反
事实”状态ꎬ其主观幸福感得分要低 ３９.９２％ꎬ自评健康得分要低 ３８.５３％ꎮ 年龄差偏大的“姐弟

恋”家庭中ꎬ女性长期以来对家庭巨大的付出ꎬ逐渐损害了其健康ꎬ侵蚀了其幸福的基础ꎬ身体

健康和幸福感的下降导致女性生产效率降低ꎬ收入“惩罚”效应由此产生ꎮ 选择“女大男 ５ 岁以

上”婚配模式的男性ꎬ相比其选择“男大女小”传统婚配的“反事实”状态ꎬ其主观幸福感得分要

高 １１.１６％ꎬ自评健康得分要低 ３４.６３％ꎮ 随着夫妻双方年龄的变大ꎬ“姐弟恋”家庭的“６０ 后”男
性也不得不承担更多责任来照顾妻子ꎬ这使得男性原来享受的“健康福利”下降ꎬ但其更高的幸

福感仍然可以带来更高的工作效率ꎬ进而维持“抱金砖”效应ꎮ 综上所述ꎬ“６０ 后”群体“姐弟

恋”婚配影响男性和女性收入的主要机制是心理幸福和生理健康两个渠道ꎮ
２.“７０ 后”群体ꎮ 样本期间ꎬ“７０ 后”群体正处于事业的成熟阶段ꎬ社交应酬是实现这一

阶段职业成就的重要因素ꎮ “姐弟恋”婚配模式对夫妻双方收入的影响效应也仅在“女大男

５ 岁以上”的家庭组合中才是显著的ꎮ 选择“女大男 ５ 岁以上”婚配模式的女性ꎬ相比其选择

“男大女小”传统婚配的“反事实”状态ꎬ其工作时间要低 ２６.１９％ꎬ社交频率要低 ４９.９０％ꎮ 选

择“女大男 ５ 岁以上”婚配模式的男性ꎬ相比其选择“男大女小”传统婚配的“反事实”状态ꎬ
其工作时间要高 ２７.６９％ꎬ社交频率要高 ９２.４６％ꎮ 对于“７０ 后”的中青年群体而言ꎬ上有老下

有小ꎬ正是家庭负担最大的阶段ꎬ“女大男 ５ 岁以上”的“姐弟恋”家庭组合中ꎬ女性不得不牺

牲大量的工作和社交应酬的时间ꎬ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照顾家庭ꎬ这对其收入带来巨大

的不利影响ꎮ 家庭中更为年轻的丈夫则因为年长妻子的付出而可以从家庭负担中解放出

来ꎬ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工作和社交应酬ꎬ这对其职业发展和收入产生巨大的正向影

响ꎬ从而维持较高的“抱金砖”效应ꎮ 综上所述ꎬ“７０ 后”群体“姐弟恋”婚配影响男性和女性

收入的主要机制是工作时间和社交频率两个渠道ꎮ
３.“８０ 后”群体ꎮ 样本期间ꎬ“８０ 后”群体正处于事业的起步阶段ꎬ工作期间的拼搏付出

是实现这一阶段职业成就的重要因素ꎮ 基准估计显示ꎬ三个年龄差婚配模式中男性收入均

存在显著的“抱金砖”效应ꎬ女性收入的“惩罚”效应也都统计显著ꎬ且随着夫妻年龄差变大ꎬ
上述效应也不断提高ꎮ 相比其选择“男大女小”传统婚配的“反事实”状态ꎬ选择“女大 １－２
岁”婚配模式的女性工作时间显著更少ꎬ男性健康状况显著更好ꎻ选择“女大 ３－５ 岁”婚配模

式的女性健康状况显著更差ꎻ选择“女大超 ５ 岁”婚配模式的女性工作时间显著更少、健康状

况显著更差、社交频率显著更低ꎬ男性则工作时间显著更长、健康状况显著更好ꎮ 总体而言ꎬ
“８０ 后”处于事业初创阶段ꎬ“姐弟恋”家庭中的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两个方面的双重付出ꎬ影
响到其健康状况ꎬ也牵制了其在职业上的时间付出ꎬ导致其收入相对更低ꎻ而男性群体有年

长妻子的家庭照护ꎬ健康状况得到保障ꎬ能够更为全面地为事业拼搏ꎬ由此对其收入水平产

生显著的促进作用ꎮ “８０ 后”群体“姐弟恋”婚配影响男性和女性收入的主要机制是工作时

间和生理健康两个渠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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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婚姻年龄匹配对各影响机制变量的平均因果效应(ＡＴＥ)
男大女
Ｖｓ:

６０ 后 ７０ 后 ８０ 后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模 型 ( １ ):
结果变量为
工作时间

女大 １－２ 岁
－１１.６５３ １２０.０４７ １５.５０１ －９７.９４７∗ －７５.２９１ －１４６.７４∗∗

(５８.５３１) (７０.４９１) (６２.８１６) (５２.２０８) (７７.５６８) (７３.９０２)

女大 ３－５ 岁
－６８.１８２ ８３.２４７ －１２６.５２ －１１０.５６ －１５２.１５ －１０２.３６
(８８.０５７) (８８.９５１) (１１６.５６) (１１５.６８) (１９０.２８) (２５０.１５)

女大超 ５ 岁
－３６.８２６ －４９０.２６６ ６９８.９０∗ －４８７.１２∗∗ １０５２.４２∗∗ －４９５.２６∗∗∗

(４４５.５５) (３９２.３０４) (３６６.７７) (２２５.０５) (２１１.０２) (６０.４９２)
潜在结果均值 ２３７０.６８∗∗∗ １６８０.１２∗∗∗ ２５２３.５６∗∗∗ １８５９.５２∗∗∗ ２４９９.１２∗∗∗ １５０２.８０∗∗∗

样本量 ４ ２０９ ４ ２４６ ３ ６３６ ４ ０４３ １ ８１０ ２ ４１２

模 型 ( ２ ):
结果变量为
自评健康

女大 １－２ 岁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９)

女大 ３－５ 岁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３ －０.１９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５) (０.１１４)

女大超 ５ 岁
－０.２２２∗ －０.２０５∗∗ －０.１０６ －０.３３８∗∗ ０.１８９∗∗∗ －０.３１０∗∗∗

(０.１１９) (０.０８７) (０.０９１) (０.１４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１)
潜在结果均值 ０.６４１∗∗∗ ０.５３２∗∗∗ ０.７２４∗∗∗ ０.６５２∗∗∗ ０.８０８∗∗∗ ０.７７０∗∗∗

样本量 ４ ２０９ ４ ２４６ ３ ６３６ ４ ０４３ １ ８１０ ２ ４１２

模 型 ( ３ ):
结果变量为
主观幸福

女大 １－２ 岁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６)

女大 ３－５ 岁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８) (０.１２２)

女大超 ５ 岁
０.０８４∗ －０.２９１∗∗∗ ０.１７０∗∗ －０.１７７ ０.２６５ ０.１０３
(０.０５１)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２) (０.１１５) (０.２９９) (０.２７３)

潜在结果均值 ０.７５３∗∗∗ ０.７２９∗∗∗ ０.７８０∗∗∗ ０.７８４∗∗∗ ０.８１５∗∗∗ ０.８２３∗∗∗

样本量 ４ ２０９ ４ ２４６ ３ ６３６ ４ ０４３ １ ８１０ ２ ４１２

模 型 ( ４ ):
结果变量为
社交频率

女大 １－２ 岁
０.６４１ ４.０７９ １.９６４ －１.８０８ －０.７８６ －５.７３１

(４.５７９) (４.７４９) (４.５６３) (４.４８８) (５.７７６) (６.５９５)

女大 ３－５ 岁
－０.０７２ －９.２２１ １８.３７９∗∗∗ －４.６０２ －８.９４９ １２.３７５
(９.０６１) (９.２２３) (６.４５６) (８.０１３) (１４.０３９) (１４.８３８)

女大超 ５ 岁
０.５５７ ３.１６３ ６７.８９５∗∗ －３３.５７６∗∗∗ ７.６６３ －６７.６２１∗∗∗

(３３.２６２) (１６.８３３) (３３.３０５) (１２.１００) (１９.６６２) (９.３６０)
潜在结果均值 ７１.７９４∗∗∗ ７３.０６０∗∗∗ ７３.４３２∗∗∗ ６７.２８３∗∗∗ ８３.３８８∗∗∗ ７０.６７８∗∗∗

样本量 ４ ２０９ ４ ２４６ ３ ６３６ ４ ０４３ １ ８１０ ２ ４１２

六、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 ＡＩＰＷ 方法ꎬ检验中国婚姻年龄匹配模式对各出生年代夫妻个体收入的影响ꎮ
我们将 ＣＧＳＳ 样本按出生年代划分为“６０ 后”“７０ 后”和“８０ 后”三个群体ꎬ采用 ＡＩＰＷ 模型

分别测算出“女大 １－２ 岁”“女大 ３－５ 岁”和“女大 ５ 岁以上”三种“姐弟恋”婚姻匹配模式对

夫妻个体收入的平均因果效应(ＡＴＥ)ꎬ同时选取了工作时间、自评健康、自评幸福感和社交

应酬频率等变量ꎬ检验其内在的影响机制ꎮ 实证结果显示ꎬ“姐弟恋”婚姻ꎬ特别是男女性年

龄差较大的婚配模式ꎬ对男性收入存在显著的“抱金砖”效应ꎬ但对女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惩
罚”效应ꎮ 上述效应在“８０ 后”年轻人群体中尤为明显ꎬ随样本个体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弱ꎻ
而且ꎬ妻子年龄比丈夫越大的婚配模式对男性带来的“抱金砖”效应以及对女性带来的“收入惩

罚”效应越明显ꎮ 机制分析表明ꎬ与传统的“男大女小”婚配相比ꎬ“姐弟恋”婚配模式中女性对

家庭责任更高的担当和付出ꎬ通过不同的渠道对男性收入产生有利影响ꎬ对女性收入带来不利

冲击ꎮ 其中ꎬ影响“６０ 后”群体的主要机制是心理幸福和生理健康ꎬ影响“７０ 后”群体的主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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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工作时间和社交频率ꎬ影响“８０ 后”群体的主要机制是工作时间和生理健康ꎮ
本文认为ꎬ一方面ꎬ“姐弟恋”婚姻是个体自主选择的正常结果ꎬ全社会应正视和认可现

代婚恋观念的改变ꎬ接受和认同“姐弟恋”婚姻模式ꎮ 另一方面ꎬ针对“姐弟恋”婚姻模式下ꎬ
女性承担更重的家庭照护责任对其职业发展和收入水平带来的不利影响ꎬ在人口老龄化背

景下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参与质量ꎬ应大力发展家政服务业和长期护理业ꎬ通过市场化的

家庭服务减轻女性的家庭照护负担ꎮ 同时可以考虑对于家庭负担较重的女性提供职业发展补

助ꎬ拓宽其职业晋升通道ꎬ由此提升“姐弟恋”婚姻家庭的幸福感ꎬ促进全社会的和谐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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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７(４): ６３３－６５２.

３４.Ｋｅｍｋｅｓ－Ｇｒｏｔｔｅｎｔｈａｌｅｒꎬ Ａ.２００４.“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７ｔｈ ｔｏ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３１(２): １３９－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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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Ｔｅｓ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ＩＰＷ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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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ｇ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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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ｓｕｒｅ ｙｏｕ ａ ｒｉｃｈ ｌｉｆｅ.” ｈｏｌｄｓ ｔｒｕ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ＧＳＳ ｍｉｃｒｏ ｄａｔａ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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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ｏｖｅｒ 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ｅｒ”ꎬ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ｐｏｓｔ－６０ｓ”ꎬ “ｐｏｓｔ－７０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ｔ－８０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 ｃｒａｄｌｅ ｓｎａｔｃｈｅｒ”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ｂｒｉｃｋ－ｈｏｌ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ｍｅｎ’ ｓ ｉｎｃｏｍｅꎬ ｂｕｔ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ｗｏｍｅｎ’ 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ａｒ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 ｔｈｅ “ ｐｏｓｔ －８０ｓ” ｙｏｕｔｈ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ｗｅａｋｅ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ｇｅ.Ｍｏｒｅｏ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ｒｉｃｋ－ｈｏ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ｗｏｍａｎ ｗｉｌｌ ｂｏｔｈ ｂｅ ｍｏｒ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ｗｉｆｅ ｉｓ ｍｕｃｈ ｏｌｄｅｒ ｔｈａｎ ｈｅｒ ｈｕｓｂａｎｄ.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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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Ｃｒａｄｌｅ Ｓｎａｔｃ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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